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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的审与判
———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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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十六,可推考为《乌台诗案》之审刑院本,与通行的御史台本相

比,略于审讯供状,而相对地详于结案之判词。 根据宋代“鞫谳分司”制度来解读这份材料,可重新考察苏轼

“乌台诗案”的审、判经过及其结果。 简要地说,御史台虽加以严厉审讯,但大理寺却作出了“当徒二年,会赦

当原”,也就是免罪的判决。 御史台反对这个判决,但审刑院却支持大理寺。 在司法程序上,“乌台诗案”最后

的结果是免罪,苏轼之贬黄州,乃是皇帝下旨“特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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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流传考———围绕北宋末至南宋初士大夫间的苏轼文艺作品收集热》,日文原文发

表于《横滨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系列 47 - 3 伊东昭雄教授退职纪念号,1996 年 3 月,中文译文收入氏著《传
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德重:《关于苏轼“乌台诗

案”的几种刊本》,《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9 期。

北宋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拘于御史

台,就其诗文谤讪朝政之事加以审讯,十二月二十八日结案,贬官黄州。 史称“乌台诗案”。
无论就苏轼的传记研究,还是就北宋文学史、政治史、法制史研究而言,“乌台诗案”都是值得仔细

考察的历史事件,故历代学者参与讨论甚多,成果也非常可观。 但据笔者的见闻,明刊《重编东坡先生

外集》 卷八十六所录有关“乌台诗案”的一卷文本,似从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而我以为这是北宋

审刑院复核此案后上奏的文本。 由于传世的其他记录“诗案”之文本,主要是据御史台的案卷编辑的,
相比之下,这个审刑院的文本就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此案有不小的帮助。 所以,我把

这个文本叫作“审刑院本《乌台诗案》”,以此为根据,重新讨论案件的审判经过。

一、 “诗案”的文本:御史台本与
审刑院本

　 　 今存记录“乌台诗案”的文本,被学者们据以研究此案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1. 署名“朋九万”的《东坡乌台诗案》一卷;
2.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二至四十五,共四卷;
3. 署名周紫芝的《诗谳》一卷。
这三种文本可以确定都是从宋代传下来的,此后当然还有一些根据它们而来的衍生文本,姑且不

论。 学者们对此三种文本多有考察,而以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流传考》、刘德重《关于苏轼“乌台

诗案”的几种刊本》①二文最为集中、详尽。 据他们的结论,《诗谳》是书商牟利之作,内容简略,且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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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伪托;胡仔的文本,出于其父胡舜陟从御史台抄录《诗案》原卷的副本,内容当然很可靠,但胡仔对

它进行了节录和改编,以符合《苕溪渔隐丛话》全书的诗话体裁,故已非《诗案》之原貌;“朋九万”的《东
坡乌台诗案》早见于南宋书目的记载,曾在南宋前期刊行,虽然“朋”这个姓比较奇怪,但此书是相关文

献中最为详尽者,堪称“原案实录”,也就是说最接近御史台案卷的原貌。
实际上,“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已经成为现代学者研究“乌台诗案”的最重要史料。 考察这个

文本,可以发现它虽然将许多内容统编为一卷,但全书的结构仍井然可观,因为各段落前都有小标题,如
“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札子”“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供状”“御史台根勘结按状”等,“供状”之下还分

出“与王诜往来诗赋”“与李清臣写超然台记并诗”“次韵章传”等等细目①,条理非常清晰。 这些小标题

中有的看来不太合适(详下),似非御史台原卷所有,估计是编者加上去的。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文

本区分为三个部分:
1. 弹劾奏章和罪证。 奏章共有四篇,即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②、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

史中丞李定的弹劾状;后面一段小标题“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交代“诗案”的主要罪证,是杭州刊版的

《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
2. 供状。 这部分先概叙了苏轼的简历,然后是针对许多具体作品有无讥讽之意的审讯记录,即“供

状”,约四十篇,此是全书主体,最后有一段小标题为“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至御史台”的文字,简叙“诗
案”的审讯经过。

3. 结案判词。 这部分小标题为“御史台根勘结按状”,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通过细密

的解读,推断其主要内容实为大理寺的判词,即根据御史台的审讯材料,由大理寺对此案所作的判决③。
以上三个部分中,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不太合适,其内容未必为御史台原卷所有,但看来也不像是

大理寺判词的原貌,至少文本中并未以大理寺判词的面目呈现。 所以这部分应该出于《东坡乌台诗案》
的编者即“朋九万”之手,他杂取了有关资料编辑出这部分文字,用来交代“乌台诗案”的结果,使全书内

容显得完整。 第二部分最为详细,占了最大篇幅,可以相信是从负责审讯的御史台所存案卷或其副本过

录的。 至于第一部分的弹劾奏章,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御史台原卷所有,但对于全书来说,为了交代“诗
案”的起因,它们是必要的。

作为一个记录了案件起诉、审讯、判决之全过程的文本,以“供状”为主要部分,当然是合理的;不过

“供状”之所以被过录得如此详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包含了对涉案诗歌的权威解读,而这正是

《东坡乌台诗案》的读者对此书最大的关注点。 特殊的机会让苏轼这样一位大诗人必须老老实实地解

说自己的作品,这当然比一般的诗话更能引起受众的兴趣,使此书迅速流行。 我们由此可以推测,“供
状”部分被编者删削的可能性很小,为了满足读者的期待,他应该竭其所有提供全部资料,而这资料的

最初来源无疑是御史台。 所以,鉴于《东坡乌台诗案》的主体部分出自御史台,我们不妨称之为“诗案”
的“御史台本”,尽管其“供状”之外的部分也可能有别的来源。

与此相比,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十六就是记录“乌台诗案”的另一种文本,其卷首标题

如下:

中书门下奏,据审刑院状申,御史台根勘到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某为作诗赋并诸般文字谤讪朝政案款状。

①
②
③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丛书集成》第 0785 册据清代《函海》本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
按史实,弹劾者为何正臣,《东坡乌台诗案》的《函海》本误作“何大正”,清代《忏花庵丛书》本校正为“何正臣”。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The Inquisition against Su Shih:His Sentence as an Example of Sung Legal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 113 卷第 2 期,1993 年。 卞东波译:《乌台诗案的审讯:宋代法律施行

之个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7—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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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北宋的制度,审刑院对案件进行复核,其判决意见经由中书门下奏上。 标题的文字与此制度相符,可
以判断这个文本来自审刑院。 其总体篇幅比《东坡乌台诗案》要小,结构上也有异同。 开头部分并没有

抄录弹劾奏章,而是一段苏轼的简历;接下来,主体部分也是供状,分了“一与王诜干涉事”“一与李清臣

干涉事”“一与章传干涉事”等三十余篇,篇数和每篇的文字都比《东坡乌台诗案》所录“供状”要少,但
前后次序是一致的,内容上基本重合,可以认为是御史台提供的“供状”的一个缩写本;值得注意的是最

后一部分,与《东坡乌台诗案》的“御史台根勘结按状”有不少相似文字,但看起来更像一篇完整而有条

理的结案判词,先简单地引用了御史们弹劾奏章的要点,然后是判决意见,最后根据皇帝圣旨记录判决

结果。 这样,从“供状”被缩写和结案判词显得整饬的文本特征来看,《外集》这一卷很可能就是审刑院

上奏文件的忠实抄录,亦即“乌台诗案”的“审刑院本”。 《外集》的最初编辑,一般认为是在南宋时代①,
编者有可能获得审刑院文件的副本。

如上所述,这个“审刑院本”与“御史台本”有所差异,兹将两种文本的异同之点列为下表:

文本 御史台本(“朋九万”本) 审刑院本(《外集》本)

结构

弹劾奏章(全) 弹劾奏章(无,其要点在结案判词中被简单引录)
审讯供状(详细,接近原貌) 审讯供状(简略,缩写本)
结案判词(简略、杂乱) 结案判词(相对详细、整饬)

性质 经过编辑的文本 可能是原始文件的抄录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供状”被缩写,对于把“诗案”当作诗话来看待的读者而言,这个“审刑院本”
的意思也许不大,《外集》的这一卷文本历来不太受到关注,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种

本子的“供状”仔细比对,仍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下文再详。 更重要的是,“审刑院本”相对详细而

且条理整饬的结案判词,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察这个案件的审判情况。

二、 审判程序:鞫谳分司

　 　 上文已经提到蔡涵墨对《东坡乌台诗案》中“御史台根勘结按状”部分的解读,其前提是对北宋司法

制度的了解。 他引述了宫崎市定、徐道邻等专家的结论②,确认“鞫谳分司”即审讯和判决由不同官署

负责进行的制度,将应用于“乌台诗案”。 具体来说,御史台在此案中负责“推勘”(或曰“根勘”),也就

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呈现为“供状”;接下来,当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
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便是“判词”。 由于所谓“御史台根勘结按状”中包含了判决的内

容,因此蔡涵墨认为这些文字应来自大理寺。
蔡涵墨的这项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与以往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苏轼跟御史台之间的冲

突不同,他指出了御史台权力的边界,该机构负责审讯,在判决方面或许可以提出建议,但真正的判决权

由别的官署掌握。 实际上,我们在《东坡乌台诗案》中也可以看到“差权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录问,别
无翻异”等文字,这说明连“供状”的定稿也必须由一位与御史台无关的官员来跟苏轼当面确认,如果愿

意,苏轼还拥有在此时“翻异”的机会。 这当然是北宋在司法程序上比较谨慎、细致的一种设计。 历史

记录方面,《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苏轼贬黄州条下,回顾“诗案”审理的过程云:

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于是中丞李定言……③

①
②

③

参考刘尚荣:《〈东坡外集〉杂考》,收入氏著《苏轼著作版本论丛》,成都:巴蜀书社 1988 年版。
宫崎市定:《宋元時代の法制と裁判機構:元典章成立の時代的·社会的背景》,《东方学报》第 24 集,1954 年;
徐道邻:《鞫谳分司考》,《东方杂志》复刊第 5 卷第 5 期,1971 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版,第 2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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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法寺”就是大理寺,御史台把审讯结果交给大理寺,然后由大理寺作出判决。 《长编》的这一回

顾虽然十分简单,却可以证实“鞫谳分司”的司法制度确实被应用于“乌台诗案”。 当然《长编》并未详

细引录大理寺的判决内容,只是概括为两个要点:“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不过这个简要的概括与蔡涵

墨解读“御史台根勘结按状”的结果也可相印证,故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信任他对这部分文字来自大理寺

的推断。
蔡涵墨没有关注“诗案”的“审刑院本”,但《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所保存的这个文本却能有力地支

持他的结论。 审刑院的职责是复核案件,通过中书门下奏上判决意见,我们在该文本最后的结案判词的

部分,可以看到不少与大理寺判词相似的文字,这说明审刑院重复或者说支持了大理寺的有关判决。 就

司法领域来说,这已经是“终审”了,当然北宋的司法程序还要给皇帝保留最后“圣裁”的权力。 实际上,
皇帝的“圣裁”往往包含了法律之外的比如政治影响方面的考虑,当我们从司法角度考察“乌台诗案”
时,“审刑院本”提供了该案被如何判决的最终记录。

于是,我们现在有了较为充足的条件,还原出“诗案”在审判方面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如下四个

环节:
1. 御史台的审讯

《长编》没有记明御史台把审讯结果提交给大理寺的具体时间,但《东坡乌台诗案》记得很清楚,其
“御史台根勘结按状”中有以下文字:

御史台根勘所,今根勘苏轼、王诜情罪,于十一月三十日结案具状申奏。 差权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录问,别
无翻异。 续据御史台根勘所状称,苏轼说与王诜道……

御史台于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审讯结果。 这也就是说,从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
至十一月底,“诗案”都处在审讯即“根勘”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苏轼外,还专门提到驸马王诜,他是

神宗皇帝的妹夫,属于皇亲国戚。 北宋的规矩,不许士大夫跟皇亲国戚交往过于密切,所以御史台把苏

轼与王诜相关的诗文当作审讯的重点,“供状”中的第一篇就是“与王诜往来诗赋”(“审刑院本”作“一
与王诜干涉事”)。

审讯的结果就是“供状”,值得注意的是“供状”的分篇情况,反映出审讯的特殊方式。 每一篇“供
状”都具备基本的形态,即“与某人往来诗赋”或“与某人干涉事”等,也就是说,每篇都涉及另一个人

(首先是王诜,其他如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苏轼与之发生了诗文唱和或赠送的关系,这些诗文被

列举出来,追问其中是否含有讥讽内容。 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审讯方式呢? 宋人常作反面的理解,说这

是李定为首的御史台想要把更多的人牵连进去;但如果从正面理解,恐怕跟这个案件本身的追责范围有

关,它要获取的“罪证”必须是苏轼写了给别人传看,从而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作品,换言之,如果仅仅

是苏轼自己写了,没有给别人看,就不作为“罪证”。 实际上,“供状”并没有包括苏轼在元丰二年以前所

写讥讽“新法”的全部诗文,我们现在读《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东坡乐府》可以发现更多的“讥讽”作
品,但它们不属于李定等人追问的范围。 如此,成为审讯对象的诗文都要与另一个人相关,故“供状”就
以相关人为序,以“与某人干涉事”的形态分列了大约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诜相关的第一篇。

然而,如果仔细比对“御史台本”和“审刑院本”的两份“供状”,却能发现微妙的差异。 “御史台本”
的“供状”中有一篇专门就苏轼与苏辙的往来诗歌进行审讯的交代记录,而“审刑院本”把这一篇完全削

除了;“御史台本”还涉及了苏轼与参寥子道潜唱和的诗歌,而“审刑院本”简写为“和僧诗”,不出现“道
潜”这个名字。 这说明什么呢? 御史台看来什么都审,审出来就当作“罪证”。 但审刑院的官员似乎认

为,把兄弟之间私下来往的文字当作“罪证”是不合适的,除非他们抄给别人去看;至于僧人,既已离俗

出家,就没有必要去写明他的名字了。 所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审刑院的官员在缩写“供状”的过程

中自然地保持了司法官员的专业立场,而这正是审刑院与御史台的不同之处。 当然“审刑院本”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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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也并非完全不涉及苏辙,苏轼写给苏辙的诗,传给了王诜去看,这样的诗就算“罪证”,而若只局限在

兄弟之间,则在“审刑院本”中不被列入“罪证”。
把御史台的这种审讯方式理解为有意牵连更多人入案,也不是毫无根据。 比如跟司马光相关的那

篇“供状”,视作“罪证”就非常勉强。 司马光应该是御史台最想要牵连进去的人,但苏轼自熙宁四年出

京外任后,与远居洛阳的司马光并无密切的文字来往,所以御史台只找到一首苏轼寄题其“独乐园”的
诗,那原本并未刻在《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①,而且全诗只是赞美司马光,并未明确反对别

人。 但审讯的结果是,赞美司马光有宰相之器,就是讥讽现任宰相不行。
2. 大理寺的初判

大约从十二月起,“诗案”进入了判决阶段。 如果陈睦的“录问”很快完成,交给大理寺,那么大理寺

的初判可以被推测在十二月初。
如前所述,《东坡乌台诗案》所谓的“御史台根勘结按状”,其实包含了大理寺的判词,其内容已经蔡

涵墨详细解读,这里不拟复述。 《长编》则将其要点概括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换言之,大理寺官员

通过非常专业的“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
令”,他的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判决等于将御史台在此案上所下的功夫

一笔勾销。
我们从《长编》也可以找到当时的大理寺负责人,此书记载,元丰元年十二月重置大理寺狱,知审刑

院崔台符转任大理卿②。 那么,次年对“乌台诗案”作出如上初判的大理寺,是在崔台符的领导下。
3. 御史台反对大理寺

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乃至有些恼羞成怒,《长编》在叙述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
赦当原”的判决后,续以“于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

寺判决的奏状。 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

置而不诛乎”③?
御史台提出对大理寺初判的反对,大约也在十二月初,或稍后。 不过李定和舒亶的两份奏状并不包

含司法方面的讨论,没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词本身存在什么错误,只说其结果不对,起不到惩戒苏轼等

“旧党”人物的作用。 从上引“御史台根勘结按状”中的那段文字也可以看出,为了增强反对的力度,御
史台在“供状”定稿已经提交后,还继续挖掘苏轼的更多“罪状”,尤其是与驸马王诜交往中的“非法”事
实。 鉴于官员与贵戚交结的危险性,御史台此举的用心不难窥见。

4. 审刑院支持大理寺

在负责审讯的御史台与负责判决的大理寺意见矛盾的情形下,负责复核的审刑院的态度就很重要

了。 我们从《外集》所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的官员顶住了御史台的压力,非常鲜

明地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 对这个结案判词的解

读留待后文,此处先考察一下“诗案”发生时审刑院的情况。
据《长编》记载,就在“诗案”正处审理过程之中,元丰二年冬十月甲辰,知审刑院苏寀卒④。 此后,

《长编》并未记载朝廷任命新的审刑院长官,而至次年,即元丰三年八月己亥,审刑院并归刑部⑤,该机

①

②
③
④
⑤

《苏轼诗集》卷十五题为《司马君实独乐园》,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东坡乌台诗案》则称之为“寄题司马

君实独乐园”,“供状”注明“此诗不系降到册子内”,是御史们通过审讯或别的途径获得。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五,第 2770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第 2829、2830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第 2819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第 28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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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再独立存在。 可见,“乌台诗案”几乎就是北宋审刑院作为独立机构处理的最后案件之一。 在“诗
案”的“审刑院本”被写成之时,苏寀已卒,新的长官是谁,或者有没有新的长官,都不可知。 审刑院在这

样的情况下不顾御史台的反对,向朝廷提交了支持大理寺的判词,体现了北宋司法官员值得赞赏的专业

精神。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同属司法系统的大理卿崔台符对此具有影响,在转任大理卿之前,他曾

长期担任知审刑院之职。
崔台符(1024—1087)《宋史》有传,评价并不高:

崔台符字平叔,蒲阴人,中明法科,为大理详断官……入判大理寺。 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举朝以为非,台
符独举手加额曰:“数百年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 历知审刑院、判少府监。 复置大理狱,拜
右谏议大夫,为大理卿。 时中官石得一以皇城侦逻为狱,台符与少卿杨汲辄迎伺其意,所在以锻炼笞掠成之,都人

惴栗,至不敢偶语。 数年间,丽文法者且万人。 官制行,迁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①

从履历来看,他自“明法科”出身,从大理详断官、判大理寺、知审刑院,到大理卿,再到刑部侍郎,一直担

任司法官员。 虽然据史书的说法,他在政治上似乎属于“新党”,执法方面也显得严苛,但在“乌台诗案”
的判决上,他所领导的大理寺和具有影响的审刑院,却能顶住御史台的政治压力,保证苏轼获得合法的

处置,并不在法律之外加以重判。
遭遇“诗案”当然是苏轼的不幸,但他也不妨庆幸他的时代已具备可称完善的“鞫谳分司”制度,以

及这种制度所培养起来的司法官员的专业精神,即便拥有此种精神的人是他的政敌。

三、“诗案”的结果:奉旨“特责”
　 　 “审刑院本”的存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乌台诗案”被判决的过程(以往我们大抵只关注其审讯

的阶段,而实际上在元丰二年的最后一个月,“诗案”在总体上已进入判决阶段,虽然御史台为了搜集更

多“罪证”,还在继续审问苏轼),根据这个文本的最后部分即结案判词,我们还可以对“诗案”的判决结

果重新加以认识。 传统上,我们习惯于将苏轼遭遇“诗案”以后的结果表述为“以罪贬黄州”,但从司法

角度来说,这个表述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判决结果非常明确地显示,他的“罪”已被依法赦免。
参照《长编》等史籍的记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

犯的罪“当徒二年”;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

轼处以“特责”,贬谪黄州。 以下逐次展开。
1. “当徒二年”
这是《长编》对大理寺初判内容的概括,“审刑院本”结案判词,在概叙了御史台弹劾、审讯的过程

后,列出三条定罪量刑的文字:

一,到台累次虚妄不实供通。 准律,别制下问,报上不实,徒一年,未奏减一等。
一,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阙失等,到台被问,便因依招通。 准敕,作匿名文字,谤证(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

年。 又准《刑统》,犯罪案问欲举,减罪二等,今比附,徒一年。
一,作诗赋寄王诜等,致有镂板印行,讽毁朝政,又谤诋中外臣僚。 准敕,犯罪以官当徒,九品以上官当徒一年。

准敕,馆阁贴职许为一官。 或以官,或以职,临时取旨。

把前两条加起来,大概就得出“徒二年”的结果了。 蔡涵墨解读的大理寺判词似乎在细节上比此更复杂

一些,但他依据的“御史台根勘结按状”是个看上去较为错乱的文本,对具体细节加以追究颇为困难。
要之,从结果来说,大理寺、审刑院在量刑方面保持了一致,与《长编》的概括也相符。

这里还有必要简单复述一下蔡涵墨的相关分析,他指出御史台最初对苏轼的指控是“指斥乘舆”,

① 《宋史》卷三五五《崔台符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1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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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辱骂皇帝,这在传统上属于“十恶”,为不赦之罪,可判死刑;但从实际情况看,对批评皇帝的言论如此

定罪,已“有悖于宋代的法律理论与实践”。 按照他对大理寺判词的解读,“大理寺的官员明显与御史台

的推勘者保持着距离,他们拟定适用的法律”,也就是说,司法官员避免了笼统定性的断罪方式,他们根

据专业知识,引用“律”“敕”和《刑统》的具体条文来进行判决,得出“徒一年”“徒二年”之类的具体量刑

结果。 我们在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审刑院的官员也采取了相同的判决方式。 而且,《宋史·崔台符传》
中提到的,由王安石所定,被举朝反对,却获得崔台符支持的“案问欲举”法(大意是被审讯时能主动交

代,可减罪二等),也被应用于苏轼此案的判决。 这也许可以解释“供状”中的某些文字,无论是御史台

的记录本,还是审刑院的缩写本“供状”,大都记明所涉的苏轼诗文哪些是在“册子”(即作为罪证的《元
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内,哪些并非“册子”原载而是犯人主动交代的。

再看上面引文的第三条。 这一条文字有些费解,因为其所述苏轼的罪状与第二条基本重复。 但后

面的主要内容,是“准敕”说明“以官当徒”的方法,这意味着所谓“徒二年”也并不真正施行,而可以用

褫夺苏轼官职的方式来抵换。
2. “会赦当原”
这也是《长编》对大理寺初判内容的概括,但在“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的“御史台根勘结按状”,

即蔡涵墨认为包含了大理寺判词的部分,我们找不到与此相应的具体表述,而“审刑院本”的判词中却

有颇为详细的一段:

某人见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并历任太常博士,合追两官,勒停。 犯在熙宁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七年十一月

二十日南郊赦、八年十月十四日赦、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所犯事在元丰三①年十月十五日德音前,准赦书,
官员犯人入己赃不赦,余罪赦除之。 其某人合该上项赦恩并德音,原免释放。

此处先确认了“以官当徒”的结果,即追夺两官,以抵换“徒二年”,结果是“勒停”即勒令停职。 然后,列
举了自苏轼有“犯罪事实”以来,朝廷颁发过的四次赦令,以及当年十月十五日新下的德音,认为它们对

苏轼一案都是有效的。 所以,苏轼的“罪”已全部被赦免,应该“原免释放”。 这里难以确定的是,被免罪

的苏轼是不是不必再接受用来抵换“徒二年”的“追两官,勒停”之处罚,而可以保留原来的官职? 或者

官职和赦恩相加才抵换了“徒二年”,苏轼依然被“勒停”? 无论如何,苏轼被释放时已是无罪之身,这一

点应该没有疑问。
在《东坡乌台诗案》的“御史台根勘结按状”中,可以与“审刑院本”的这段文字相对照的,是如下

一段:

据苏轼见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并历任太常博士,其苏轼合追两官,勒停,放。

这里的“勒停”后面跟个“放”字,似不相衔接,很可能中间脱去了有关赦令的叙述,而“放”字所属的文

句应相当于“审刑院本”中的“原免释放”。 这当然只是推测,但大理寺的初判估计是包含了“会赦当

原”之内容的,这些内容无助于满足《东坡乌台诗案》的读者对苏诗解读的兴趣,故被编者删略,或者竟

是文本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简。 根据“审刑院本”,我们可以补出这方面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还有“准赦书,官员犯人入己赃不赦,余罪赦除之”一句,它表明前文确认的苏轼所犯

“报上不实”“谤讪朝政”等“罪”是在可被赦除的范围内,只要苏轼没有“入己赃”即收受赃款赃物,他就

没有不赦之“罪”了。 这令我们回想到《东坡乌台诗案》所载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后御史台继续审讯

苏轼的内容:

续据御史台根勘所状称,苏轼说与王诜道:“你将取佛入涅盘及桃花雀竹等,我待要朱繇、武宗元画鬼神。”王诜

① 这个“三”字应当是“二”字之讹,元丰二年十月庚戌(十五日)的德音,是因太皇太后曹氏病危而发,见《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第 2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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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肯言得。
熙宁三年已后,至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德音①前,令王诜送钱与柳秘丞,后留僧思大师画数轴,并就王诜借

钱一百贯……

这是在“供状”定本已经提交,乃至大理寺已经作出初判后,御史台对苏轼罪状的继续挖掘。 很明显,此
时御史台审问的主题不再是某篇诗文是否讽刺朝政,其调查工作聚焦在了苏轼与王诜的钱物来往。 这

并非“诗案”被起诉的本旨,是不是因为大理寺的判词也引用了“官员犯人入己赃不赦,余罪赦除之”的
赦令,所以御史台此后便努力朝“入己赃”的方向去调查取证呢? 果然如此,则为了入苏轼于不赦之罪,
御史台亦可谓煞费心机矣。 然而,至少负责复核的审刑院并不认为这些钱物来往属于赃款赃物。

“审刑院本”的判词强调了赦令的累积和有效性,给出了“原免释放”这一司法领域内的最终判决。
虽然真正的终裁之权还要留给皇帝,但它表明了北宋司法系统从其专业立场出发处理“乌台诗案”的结

果。 皇帝有权在法外加恩或给予惩罚,法官则明确地守护了依法判决的原则。 并不是任何时代所有法

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对于北宋神宗时代司法系统的专业精神,我们应予好评,在这个系统长期主持工

作的崔台符,史书对他的酷评看来不够公正。
3. “特责”
“朋九万”编《东坡乌台诗案》的末尾记载了皇帝最后对苏轼的处置:

奉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个处置也被记录在“审刑院本”的末尾,但文字稍有差异:

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虽然后面似乎脱去了“不得签书公事”一句,但前面对圣旨的意思转达得更具体一些,“依断”表明皇帝

也认可了司法机构对苏轼“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本应“原免释放”,但也许考虑到此案的政治影

响,或者御史台的不满情绪,仍决定将苏轼贬谪黄州,以示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在“责授检校水部员外

郎”前,“审刑院本”有一个“特”字,透露了在法律之外加以惩罚的意思。 《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的

表述,也与此相同,在引述了李定、舒亶反对大理寺初判的奏疏后,云“疏奏,轼等皆特责”②。 这“特责”
意谓特别处分,换言之,将苏轼贬谪黄州并不是一种“合法”的惩罚,它超越了法律范围,而来自皇帝的

特权。 说得更明白些,这就是神宗皇帝对苏轼的惩罚。
当然,《长编》把宋神宗的这一决定表述为他受到御史台压力的结果,后者本来意图将苏轼置于死

地,而神宗使用皇帝的特权,给予他不杀之恩。 《宋史·苏轼传》对“乌台诗案”的表述也与此相似: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糵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 神宗独怜之,
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③

照这个说法,宋神宗对苏轼“独怜之”,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饶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 类似的表述方

式在传统史籍中十分常见,其目的是归恶于臣下而归恩于皇上,经常给我们探讨相关问题带来困惑。 其

实这种说法本身经不起推敲。 固然,与御史台的态度相比,神宗的处置显得宽容;但御史台并非“诗案”
的判决机构,既然大理寺、审刑院已依法判其免罪,则神宗的宽容在这里可谓毫无必要。 恰恰相反,“审
刑院本”使用的“特责”一词,准确地刻画出这一处置的性质,不是特别的宽容,而是特别的惩罚。

①
②
③

此处“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亦当作“元丰二年十月十五日”,同前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第 2830 页。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 108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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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rogation and Judgment of “ the Case of the Crow-
Perched Terrace Poems”: Starting with the Version of the Case
of the Crow-Perched Terrace Poems by the Appellate Court

Zhu 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ng edition of A Recompiled Additional Collection of Works by Su Shi (《重编东坡先生外

集》), the text in its Volume 86 proves to be the version of the Case of the Crow-Perched Terrace Poems (《乌
台诗案》) by the Appellate Court (审刑院). Compared with the prevailing version by the Censorate (御史

台), this one is brief in terms of the written confession during interrogation but relatively detailed concerning
the conclusive verdict of this case. By interpreting this material on the basis of the Song institution of
“separating the interrogation and judgment” (鞫谳分司), we can re-examine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interrogation and judgment in “the case of the crow-perched terrace poems” concerning Su Shi (苏轼). In
short, though the Censorate conducted harsh interrogation, the Court of Judicature and Revision (大理寺)
determined that “( the suspect) should be imprisoned for two years, but as it happens to be the period of
amnesty, he is supposed to be pardoned” — In other words, it was a verdict of acquittal. The Censorate
objected this verdict, whereas the Appellate Court affirmed the Court of Judicature and Revision.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 case of the crow-perched terrace poems” was in favor of acquittal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procedure, while Su Shi’s banishment to Huangzhou (黄州) was the “ special punishment” decreed by the
emperor.
Key words: the case of the crow-perched terrace (referring to “ the Censorate, 御史台” ) poems (乌台诗

案), Su Shi (苏轼), the version by the Appellate Court (审刑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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